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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感情”和“理性”之间：
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

王应宪

　　摘要：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，也是影 响 中 国 近 代 史 学 发 展 的 主 要 因 素。新 史 学 家 吕 思 勉

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，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 族 问 题，探 寻 民 族 主 义 的 思 想 因 子 及 其 演 变 脉 络。他

从“西来说”转向“中国本部论”认识汉民族起源，以文化为民族的根 柢 分 析 中 华 民 族 的 特 征，运 用“同 化 论”、“外 力

压迫论”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 的 发 生 发 展。在 民 族 的“感 情”和 历 史 的“理 性”之 间，吕 思 勉 本 诸“史 事 之

真”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，从而追求“真正的历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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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世纪初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，五四启蒙思潮之后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蜂拥而至，民族主义伴随

西学大潮涌入国门，并和中国本土的民族意识相互激荡，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资源。这一从西

方舶来的社会政治理论，也很大程度地促成了历史学者的认知和创作的变化。从民族主义视角讨论近现代

的史家与史学，成为近些年学术界的新取向，涌现出比较丰硕的成果。作为“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”之一的吕

思勉，在其等身著述中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多有关切，考察其民族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、观点

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认识，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吕思勉的学术精神及其价值。
一　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

吕思勉的学术以专精而博学为特色，在传统旧学多个领域见识精湛，而且博采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，
汲取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新学说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，“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”①。顾颉刚点评吕著

通史，就称其从社会科学立场解释中国文化制度，“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”②。就吕思勉民族主义理论来源

而言，既承袭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，对英国学者约瑟·伯尔拿《民族论》的观点也多有取鉴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延绵已久，植根于儒家经典《春秋》、三礼的“华夷之辨”，已然蕴含着

鲜明的民族意识。章太炎就曾指出：民族主义是先民遗存，其根性在太古时代就已潜在，只是到了今日乃始

发达③。新史家梁启超致力“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”，为国人引入了近代民族主义观念。１９０２年，他发表的

《新民说》，定义“民族主义”为具有共同民族、言语、宗教、习俗之人集成的共同体，寻求独立自治、组织完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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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，“谋公益而御他族”①；并且称今日世界是“民族主义之世界”，一国以其固有特性而立足 于 天 地 之 间，
“感之于地理，受之于历史，胎之于思想，播之于风俗”②，欧洲的发达和世界的进步均因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

而成。为了适应清季民初的社会革命，抵抗外部帝国主义，梁启超主张养成中国所固有的民族主义，建设民

族主义国家，以挽救危亡时局。在“史界革命”中，梁启超更是揭发了民族因素之于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，主

张“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”，历史的性质和精神，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“盛衰兴亡之迹”以及“所以盛衰兴亡之

故”③。在批判旧史学的弊病恶果后，梁氏提倡在国史创作中借助民族主义养成“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”的国

家思想，从而消除旧史学知朝廷、不知国家的弊端，写成供给现代国人资鉴的“理想的中国史”。所谓“适合于

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”，指的是以中华民族原住民混合醇化、政治组织分治合治及中外交流为重要项

目，说明中国民族的发展轨迹、各民族关系、民族文化以及在人类全体上的位置及其特性④。作为梁启超思

想的追随者，吕思勉对梁氏学术政论颇为推崇，自述“粗知问学，实由梁先生牖之，虽亲炙之师友不逮”⑤，其

通史、断代史及专史论著更是实践了新史学思想，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，关注于民族、民族史问题，

从中国历史进程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。
就域外资源而言，英国学者约瑟·伯尔拿的民族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最为直接。１９３０年，上海民智书

局推出伯尔拿《民族论》的刘君木译本，是书系统分析了民族的概念、因素、起源发展，以及民族与国家和大同

主义、国际主义关系等问题。吕思勉称其“理论颇为正确”，“读之亦极有益”，并推介为研究民族问题的“首

读”参考书⑥。在１９４０年代撰写的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一文中，吕思勉又转述了《民族论》第二十三

章《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与战争》中 的“过 去 的 冲 突 纷 争，不 是 民 族 主 义 之 过，而 是 不 奉 行 民 族 主 义 之 过”语

句⑦，言称“论民族主义的人说得好：‘民族斗争之所以剧烈；非民族主义之过，乃遏抑民族主义之过’”⑧。伯

尔拿“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”说，更成为吕思勉以“外力压迫”解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理论依据。

二　从“西来说”到“中国本部论”
讨论民族主义的发生，自然绕不开民族起源问题，而这一议题在近代知识界却众说纷纭。如同梁启超

１９０５年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所说，炎黄遗胄“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，抑由他方移植而来，若由移植，

其最初祖国在何地，此事至今未有定论”⑨。然而综合各方意见，可以概括为“外来”和“本部”两说，又以蒋智

由、刘师培、丁谦等所附议的法人拉克波里源出巴比伦的“西来说”最占优势，也为一般讲述中华历史文明者

“奉为圭臬”瑏瑠。对于汉族是由他处迁来，还是发端于中国本部，吕思勉有着长期的关注和思考。其１９２０年

代撰写的《白话本国史》倾向于“外来说”，将于阗河上源的昆仑、阿母河流域的大夏看成汉族居住地，认为汉

族“似”居住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，进入中国所走路线“大概”是新疆到甘肃，言称：“‘汉族西来’，现在虽没

有充分的证据，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。将来古书读得更精，古物发现得更多，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，一定可

以大为明白。”瑏瑡值得一说的是，吕思勉这一时期虽然偏向“西来说”，但言辞中“似”、“大概”等不确定表述，却
也显现出历史学者立论的审慎态度。

到了１９３０年代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，加之考古学新发现，吕思勉对汉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，
由“西来说”转向“中国本部论”。１９３４年，为中等程度学生编纂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讲义，吕思勉考证了《山海

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的成书时代以及后人掺入作伪的事实，提出中国民族的“西来说”“绝不足信”，至于从南方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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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、印度等处迁徙而来的说法“更无证据”，并且根据可靠典籍的古史事迹，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，以为“中国

民族，居于中国土地之上，为时已极悠久”①。同一时期的修订版《中国民族史》，吕氏讲 明 其 认 识 转 变 的 原

因：“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。所立证据，为《周官》郑注。谓古代之祀地祇，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。入

神州后仍祀昆仑，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。自谓所据确为雅言。迄今思之，郑氏此注，原本纬候。纬候之作，
伪起哀、平，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。虽多取材故记，未必不附以新知。则其所言，亦与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

传》等耳。据此议彼，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。”他参照神话传说、地理环境等因素考察民族的起源后指出，汉
族是最初组织中国国家的民族，“语言、习俗、文化等，皆自成一体，一线相承。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，皆以

其能用此种语言，具有此等习俗、文化而言之也。此族初居黄河流域，渐向长江、粤江两流域发展”②。
在现代新史学眼光下，１９４０年代的吕著通史变换了历史叙事的取径，试图从“文 化 的 项 目”和“依 据 时

代”两方面讲述民族国家数千年的盛衰和社会状况。吕思勉主张从茫昧古史中“追求民族的起原，实当求之

于考古学，而不当求之于历史”；在谈及中国民族的由来问题时，他检讨此前“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”的西

来之说，“根据实在很薄弱”③；又依据河南仰韶以及辽宁、山东、浙江等地的考古新发现，论述中国的早期文

化可以分黑陶、彩陶为代表的东西两系，中国民族自古介于南北两个民族间，而且是东方文化的主干。到了

新中国初期，吕思勉依然呼吁研究者充分发掘并运用最古的史料，“摧陷廓清”受西洋史学家影响而发生的中

国民族西来之说的误解和偏见④。
三　文化———民族的根柢

在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中，吕思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史的知识和基本理论，尤其是点明了文化之于民

族的意义。在他看来，民族是以种族、语言、风俗、宗教、文学、国土、历史诸要素作为客观条件，在此基础上发

生“共同的文化”，进一步产生民族意识，最终形成了相互团结的集团。其中，文化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核心特

质。民族源于文化而发 生，“一 民 族，就 是 代 表 一 种 文 化 的。文 化 的 差 异 不 消 灭，民 族 的 差 异，也 终 不 能 消

灭”⑤。文化是关乎国家、民族形成发展的一大关节，“国家、民族之盛 衰 兴 替，文 化 其 本 也，政 事、兵 力 抑 末

矣”⑥。一言以蔽之，如其通史著述所言———“民族的根柢，则为文化”⑦。
文化是民族的根柢，这一理念贯穿于吕思勉的历史著述。吕著通史从社会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和文化学

术方面讲述国史，围绕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

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十八类展开，分篇叙述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现象。晚年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，吕思

勉打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，并《拟编中国通史说略》，依照社会发展情势讲述国史大势，仍将民族作为中国历

史发生的首要问题，包括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分布地域和进化程度⑧。从某种意义来说，上述通史实践及构想

完全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文化史。下面一段吕著通史“绪论”中的文字，颇能代表作者对于从部族走向国家、从
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认识：

（我国）自古代林立的部族，进而为较大的国家；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；再进而臻于统一；更进而

与域外交通，开疆拓土，同化异民族……今者世界大通，前此各别的文化，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，更

是毫无疑义的了。然则一提起文化，就该是世界的文化，而世界各国的历史，亦将可融合为一。⑨

对于“民族国家”问题，吕思勉认为，当今世界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，由最初民族发生追溯国家历

史的发生，可以发现一个确定不移的道理，即“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，然后渐次吸收其余

诸民族”；中国并非单纯的民族，而是融合诸多小民族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国家，在汉族之外，又有以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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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方位命名的“夷蛮戎狄”等少数部族①。至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“主体”②，代

表了“文化的重心”，各民族间的互融互通以同化为作用展开，其间又以文化为内在动力，同化的过程表现为

“以文化的势力为前驱，以政治的势力为后盾”，政治顺着文化的方向自然、感化地进行，而非勉强地、压迫地

进行，中国的民族国家的造成是以文化的势力陶冶、团结民族，而以政治的势力组织国家，以为之藩卫③。从

这一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发生，吕思勉强调中华民族的卓然立于世界的特殊性：“惟我中华，合极错杂之族以

成国。而其中之汉族，人口最多，开明最早，文化最高，自然为立国之主题，而为他族所仰望”。在各民族交往

融合中，“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，不必借武力以自卫，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，用克兼容并苞，同仁一视；所吸

合之民族愈众，斯国家之疆域愈恢”④。吕著通史讲述汉民族同化其他民族，也表现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

史叙事，中国在地理上自成为一个文化区域，以黄河、长江两流域为文化的中心，中国文化扩展的路径，即是

“汉族恃其文化之高，把附近的民族，逐渐同化，而汉族的疆域，亦即随之拓展”⑤。
就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而论，则关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往来互通。在世界还未到达大同之境、文化

未能划一之前，世界各民族国家以文化为特征，而且有着明显差异。吕思勉引述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观点，提

出中外文化的优点分别是“科学方法”及“合理的生活观念”，两者的不同在于：前者探寻事物的真相和法则，
关注人和物的关系；后者讲求修齐治平之道，注重人与人的关系。为了复兴中华民族，应当对域外的科学文

化抱持开放姿态，“尽管无条件接受西洋人的科学”；与此同时，为保障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，又须具备相当

的“民族自卫的武力”，即“他人要妨害我的生存时，我们自然也不能不迫而自卫”。中国文化过于注重人与人

的关系，表现出“宽容”、“伟大”的特色，又因其忽视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使得自然科学不发达，制驭自然的能力

不强，“因其过于宽容，不注意于人为的侵害，所以武力衰退，有时要受异族的压迫”，因此，在和西洋文化接触

过程中，需要谨慎对待的是：西洋文化习惯对付自然，制驭自然的能力极强，“有时对于人，亦视之如物，足以

为自己发展的障碍的，亦不免当作物，把他来排除；所以其侵略性质亦颇甚”⑥。
在民族文化、世界文化的一元或多元问题上，吕思勉认同多种文化并存于现实世界，其间有着共同的原理，

文化的传播性质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“求善之性”和“相爱之情”，使得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互织、互有关系⑦。各

民族文化本身在或急或缓、一息不停变化，并且逐渐趋于共同，走向大同之路的“世界的文化”⑧；然而未到达大

同之境以前，“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，通力合作，以共御外侮”，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⑨。基于上

述认识，吕思勉主张，世界大同是未来社会的高远理想，“现在世界上各种特殊的文化，都是将来大同时代文化

的源泉。我们要尽力于大同，要尽力于全世界，对于本族的文化，就不可不善自保守，发扬光大”；从当下最切近

处入手，则“民族主义，在今日是值得提倡的，而且是必须提倡的。只要不过分限于偏狭”瑏瑠。这里所说“偏狭”的
民族主义，是指自恃本民族是“世界上最优的民族”，以“强人从我”姿态甚至“武力强迫”，以侵略他民族而达成

所谓“宣传文化的使命”瑏瑡。吕思勉以为，民族以文化为特征，文化的侵略引发民族危机，那么，“天下最可怕的，
是文化侵略”，“独有文化的侵略，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。自己忘掉自己，这不就是灭亡么”瑏瑢？

抗战初期，一些国人被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外力侵凌现象蒙蔽，流露出民族衰老不可复振的悲观情

绪。如宋念慈所言，近百年来我国由于缺乏以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的努力，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，“国人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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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自尊自信之心便急剧衰退，以致造成今日国难日深的局面”①。《申报》刊发书评谓：“在我国现在提倡民族

意识和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，民族史之类的书是非常需要的。中国人必须明了中国民族的起源、演变、

混合的成分，过去立国的光荣、文化的构成及现在的分布和生存状况，然后才能引起爱好我民族的心情，因之

增加了求民族解放的决心和力量。”②以冷峻论史见长的吕思勉，于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末章批评道，“近来有

人，因中国一时的衰败……竟怀疑到中国民族的能力。甚而至于有人说：‘中国民族，已经衰老了，不可复振

的了。’这真是妄自菲薄了”；进而赞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，“我民族居于此土之久。这一片土地，好一片适

宜于发生高等文化的土地，我们利用它，已经好几千年；现在此种文化，正要发扬其光辉于世界；亦惟有我民

族，最适宜于改进此文化，扩大此文化”；最后呼吁全体国民保持“民族的自信力”，“鼓起民族复兴的勇气”③。

吕著通史末章《革命途中的中国》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，“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，决无可以自存之理”，国

人应对民族复兴抱有“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”④。

四　民族“感情”和历史“理性”之间

“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，其发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检讨”。吕思勉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脉络，

以自西徂东的民族主义理论，引述伯尔拿《民族论》“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”说考察中国民族主义演变，指
出，“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，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；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

要的条件，那就是外力的压迫”⑤，民族主义受异族压迫而起，“外力虽为外的条件，而实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

件”⑥，肯定外力在民族自觉意识发生、民族主义觉醒中的关键作用。他认为，中国自宋以后“因异族的压迫，

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，替民族主义，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”，民族主义由萌蘖而成长⑦。１９３５年的《论民

族主义之真际》以及五年后发表的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两篇文章，吕思勉集中讲述了中国民族主义发

展轨迹。他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：上古至秦汉为第一期，此时代多民族杂居神州大地，中原

汉族向四方扩展，“因文明程度的独高，并不虑异族的压迫”，所以民族意识亦很模糊，“民族主义植下了一个

根基，但其发荣滋长，则还有待于后来”；第二期为五胡乱华，彼时汉族和“异族”冲突对立，矛盾虽染，未极深

刻，民族主义已经萌芽生产；第三期为女真进占中原时代，“女真的歧视压迫，而汉族的民族主义遂于此时形

成。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，无过于尊王攘夷之论。……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”；第四期是近代西

力东侵以后，西人东来与国人的隔阂颇深，“五胡乱华以来，中国屡受异族的压迫，民族主义渐次萌芽，而未得

正当发展的途径，遂至激而横决”⑧。

中国民族主义至近代达到一个高峰，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华民族遭遇外部强敌的轮番欺凌，“四夷交

侵，国家民族，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，可谓危急极了”⑨。吕思勉从民族的应对态度出发，提出五口通商以来

是中华民族“受外力压迫的时代”，戊戌变法以至１９３０年代则为中华民族“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”瑏瑠。

民族危亡时刻，先进分子以民族复兴为志业，疾呼在民族主义发达的时代，“中国当其冲，故今日而再不以民

族主义提倡于吾国，则吾中国乃真亡矣”瑏瑡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抗战的局势愈发急迫，日本的侵略将中华民族

推向亡国灭种的险境。中国的民族主义因“外力之胁迫”，在谋求生存和独立的对外抗争中发展为最强劲的

一股社会思潮。如顾颉刚所言，“强邻肆虐，国亡无日，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”瑏瑢。彼时历史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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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为了适应对日抗战的舆论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，“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，
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”①。在此情势下，“自度终不能为纯儒”的吕

思勉，论学愈发讲求当世的实用，历史著述关怀民族、国家和现实社会。唯其特别之处在于，在民族的“感情”
和历史的“理性”之间，吕氏仍坚守追求“真正的历史”本位。

吕思勉强调：“各种学问，皆须求得正确之事实，然后归纳之而得其公理，史学亦犹是也。”②论学以求得

真实为前提，历史研究尤其如此。１９２０年，为沈阳高师所作历史讲义，吕思勉以“科学的眼光”和“正确之事

实”为治史要事，将求得史事的真实作为历史研究第一步，然后从正确的事实中“观众事之会通”，归纳寻求公

例③；同时期的《白话本国史》也将“科学的眼光”和“考据之学”看作治史的最紧要之处，尤其是由考据方法获

取“正确的事实”④。上述治学理念也真切反映于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论断。在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序文中，
吕思勉曾说，讲民族历史不能抹煞史实真相，讲民族问题不能隐讳以往的矛盾和冲突，应当“忠实叙述”汉族

及各少数民族关系⑤。以此，吕思勉批评传统史学以历史激励爱国、爱种族，存在“蔽于偏见，致失史事之真”
的谬误以及“明知非史事之真，而故为矫诬”的愚民惑世⑥。在爱国爱族的“感情”和历史研究的“理性”间，吕
思勉一方面肯定“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、爱民族之心，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”，同时强调凡事总有一个适当

限度，“用之太过亦有弊”，以历史为中介宣扬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，须恪守“感情与理性，须相辅而行”原则，不
能“昧于事实的真相”，偏重感情而抹杀理性，过度掺入民族主义情绪，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他族，应当运用

“真正的历史”克服由于“矫揉造作的历 史”所 产 生 的 民 族 主 义 误 用 的 弊 病⑦。吕 思 勉 曾 因《白 话 本 国 史》岳

飞、秦桧的评价陷入诉讼案，有人指控吕著“诋毁岳飞，乃系危害民国”，而作者坚持治史求真未曾退却。晚年

反思此事，他依然坚称，“欲言民族主义，欲言反抗侵略，不当重在崇拜战将。即欲表扬战将，亦当详考史事，
求其真相，不当禁遏考证”⑧。

事实上，上述吕思勉有关民族主义和史学关系的论述并不乏同道者。１９３５年，化名“疑”的作者，就批评

“以历史学为民族主义的丫头”，将历史学作为工具鼓动民族复兴运动的“民族主义的历史学”，即“表扬过去

民族历史的光荣，以鼓动民族复兴运动”，赞同“在国难严重的现在，我们应该尽量揭发中国历史的真相，使国

人得以鉴往知来；必要的时候，为应用起见，固然也可以特提中国过去的真正光荣历史，使民族增加自信力”，
然而历史学完全是讲求客观的学问，“我们需要一部客观的历史，做我们良好的镜子；我们不需要凹凸镜，使

我们的影子模糊”⑨。历史的研究自当以敬畏历史、尊重史实为前提，避免“凹凸镜”所 显 现 的 变 形 画 面，由

“平面镜”所得真实而客观的影像求得历史的真价值。
总之，作为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术语，民族主义自然有其特别的指向和内涵。自民族主义传入国内，成

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，也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。新史学家吕思勉不仅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

族主义理论，而且还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，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。他从“西来说”转
向“中国本部论”认识汉民族起源，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，运用“同化论”、“外力压迫论”
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。其间，吕思勉不为民初知识界的时风所拘囿，在民族的“感情”和
历史的“理性”之间，以“史事之真”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，以“真正的历史”克服民族主义误用之弊，表现

出一个历史学者自立自得的气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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